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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以 18~35 周岁，前往东亚和东南亚等地，受雇于国外 / 境外企业或机构，集中在

制造业、建筑业、农业、养殖业等产业的中国合同劳工为研究对象，从经济流动、消费流动、文化流

动、地位流动等方面，探究跨国劳工移民的社会流动体验及影响机制。研究显示，对外劳务合作劳工

产生多样化、阶段性的社会流动体验，收入增加的同时职业地位水平流动或下降。体验“相悖的”经

济流动；消费向下流动，消费水平下降，居所空间缩小，住区相对隔离；呈现矛盾的文化流动，体验

现代化与“污名化”，文化上浅层融合、深层区隔。劳工移民收入与职业地位不匹配，主要受国家间

工资水平和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影响，这拓展了收入和职业地位关系的研究；消费领域文化资本发挥

作用有限，而经济资本和制度结构发挥作用更大；跨国文化资本中他们的跨文化知识与能力较强，对

他国文化的开放态度较弱，这拓展了社会流动的文化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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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Chinese contract workers aged 18–35 employed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especially in industries like manufacturing, construction, agriculture and aquaculture. From aspects 

such as economic mobility, consumption mobility, cultural mobility, and status mobili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ir diverse and phased experiences of social mobility. The findings reveal paradoxical patterns— while 

income may rise, occupational status tends to stagnate or decline. Consumption often decreases, living 

conditions shrink, and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tensifies. Cultural mobility is marked by a simultane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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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and stigmatization, with shallow integration and deep separation. The 

mismatch between income and occupational status is primarily shaped by inter-country wage disparities 

and dual labor market structures.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capital play a greater role than cultural 

capital, and although workers possess strong cross-cultural knowledge, their openness to host cultures 

remains limited. These insights contribute to the cultural turn in mobility studies.

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的关系是学界研究的重要议题，在国际移民领域表现为跨国流动与社会

流动的关系。以往研究更多关注长期迁移的国际移民，探究他们在祖籍地和移居地的社会流动。但

与长期迁移的国际移民不同，国际劳工移民因其临时性特征无法在流入国定居，在流入国的财富、

社会地位、自主性等多方面处于劣势，他们的社会流动较少受学界关注，且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

2020 年，全球国际移民存量约有 2.81 亿人，其中近三分之二是劳工移民，［1］合同劳工是劳工移民

的重要类型。［2］截至 2023 年 7 月，中国累计派到国外的各类劳务人员达 1108.9 万，［3］主要派往

亚洲、非洲等地区，对外劳务合作是主要派遣方式之一。A虽然跨国劳工在移民政策中是流入国的

“过客”，但将其作为主要对象进行社会流动研究是国际劳工移民研究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旨趣。跨国

流动是他们生命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出国后社会流动的解构，可以有效掌握该群体多维度

的社会流动。尤其是劳工移民处于国际移民研究的边缘位置，加大对该问题的研究可以深化对国际

移民群体的认识。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既有研究往往将劳工社会流动简化为职业流动，并多与增加就业机会和收入、移民汇款相联

系。［4］实际上，社会流动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包括经济流动、消费流动和地位流动三个关联向

度。［5］结合跨国流动背景，本研究引入文化流动作为一个重要分析向度。其中，经济流动、消费流

动和文化流动是原因，地位流动是结果。经济流动指劳工的职业、收入等变化；消费流动指劳工的

消费方式和消费空间变动；文化流动指劳工的海外现代性体验、劳工的文化形象变动；地位流动则

是基于经济、消费和文化形成的综合性社会声望评价。B在社会流动的复杂框架下，跨国合同劳工的

社会流动是怎样的？在每个向度如何体现？不同向度的影响机制又是什么？本研究以对外劳务合作

劳工为研究对象，侧重分析劳工多样化的社会流动，C并分析社会流动背后的影响机制。通过跨国情

境中劳工社会流动的各种向度，揭示在阶层体系中劳工位置的复杂性，从而为国际合同劳工社会流

动的研究提供理论启示。相关文献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

（一）跨国移民社会流动研究
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在国际移民研究中体现为移民在移居地和祖籍地的社会流动。移居地的

社会流动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国际移民通过就业机会和工资增加、职业声望提升等实现向上社会

流动；［6］二是“矛盾的阶级流动”，认为国际移民经济机会增加、经济地位提升的同时社会地位下

降；［7］三是国际移民受法律歧视、社会排斥、种族主义［8］、自身经济和教育资源无法转变为接收国

的资源［9］等影响，体现为向下社会流动。就祖籍地的社会流动而言，移民通过经济汇款、政治馈

赠、社会馈赠等与祖籍地产生联系，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10］也可能因职业向下流动而社会地位下

A	合同劳工跨国流动主要通过两种派遣方式开展，即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派遣方式不同，流

入的地域分布、雇佣主体、行业分布等也不同。本研究中的派遣方式为对外劳务合作。

B	“社会流动”划分为经济流动、消费流动、文化流动和地位流动，并不是说必须要包括这四个方面，而

是通过对它们的分析可以较全面地掌握劳工的社会流动。

C	社会流动并非只包括主观评价与认知，收入、职业、消费变动等客观情况也是重要部分。经济流动和

消费流动主要是客观体验，文化流动更多是主观体验。社会流动则是主客观相统一的概念，并非要截然二分。



16

降。［11］国际合同劳工与国际移民有诸多差异，他们仅仅为临时流动，从事行业固定，不会对流出国

提供各种馈赠，这也决定了两者的社会流动有诸多不同，因此，以往关于国际移民社会流动的研究

不能有效解释合同劳工的社会流动。

跨国劳工移民社会流动的研究视角较为单一，流出国的社会流动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跨国流

动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和更高工资，［12］本质上遵循新古典经济学方法；二是关注汇款使用模式，汇

款被用于生产性投资，以进一步提升家庭经济状况，［13］但更多被用于生活性支出，改善教育、住

房等，提升生活质量，［14］此观点聚焦劳工的消费流动。从流入国来看，一般认为，通过劳工制度

引入的低技能、无技能劳工，工资较少，社会地位较低，甚至可能受到资方剥削。 ［15］笔者认为，

合同劳工最终要回归流出国，以流出国为参照研究他们的社会流动更为恰当，但以流出国为视角的

研究很不充分，仅关注经济流动中的收入及汇款对劳工家庭的影响，没有对其社会流动进行多向度

考察。

（二）社会流动与分层相关研究
收入是社会分层最重要和直接的衡量指标，［16］而职业地位综合考虑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主

观职业声望等，也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指标之一。布劳和邓肯认为，经济和政治等级都以职业结构

为基础，并认为基于教育和收入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职业声望的主观评价基本一致。［17］一

般情况下，收入与职业地位呈正相关关系，但也存在两者不匹配的情况，权力、部门和社会歧视等

是重要影响因素。［18］该解释适用于同一国家内就业，而在跨国就业中，流出国视角下劳工移民的

收入和职业地位呈现何种关系、有哪些影响因素需要进一步探究。根据职业和收入进行社会分层有

很大局限，一些研究开始关注消费领域的社会分层，［19］甚至有学者指出，消费分层更能有效测量

社会分层状况。［20］其中消费方式和消费空间是消费分层的重要形式，消费分层主要关注人们的生

活方式。消费分层最早可以追溯到韦伯，他提到的“地位群体”正是借助产品消费及生活风格实现

分层。［21］凡勃伦依据财富、闲暇、劳动和消费方式等划分阶级，提出“有闲阶级”概念。［22］布迪

厄认为，休闲活动、消费习惯和居住方式等是社会地位差异的体现，并认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

的数量决定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以及品味和生活方式。［23］国内学者对消费领域的分层进行

诸多实证研究，但需要思考跨国劳工移民的消费分层呈现出怎样的特征，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以

及其他因素如何作用于这种分层的形成。文化资本是社会地位的文化象征，为社会流动研究的文

化转向提供了有力的理论视角和概念工具，其概念经历了由狭义阶级式的布迪厄定义到广义非阶

级式的文化资源定义的演变过程，广义上包括高雅文化和各种教育资源。［24］随着劳动力的全球

化流动，有学者提出跨国文化资本概念，包括外语技能、跨文化知识与能力（尤其是对国外文化

和制度的熟悉）、对其他文化的开放态度和相应“品味”等身体化文化资本。［25］但这种讨论主要

集中在跨国移民子女教育研究上，劳工移民的跨国文化资本具体包括哪些维度，如何认识他们的

跨国文化资本状况值得学界探讨。综上，跨国劳工移民的社会流动要综合考虑经济、消费、文化

等多个向度。

二、案例介绍与资料来源

本研究中的“合同劳工”主要指年龄在 18~35 周岁，前往东亚和东南亚等地，受雇于国外 / 境外

企业或机构，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农业、养殖业等产业的中国人。研究采用质性研究范式下的

个案研究法，以 W 省 H 县为个案。W 省外派劳务人员数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H 县是该省重要

劳务外派地，开展对外劳务合作已有 30 多年历史，劳务合作市场主要为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

从时间跨度、外派劳务的国家和工作种类来看，H 县具有一定典型性，且可以满足资料丰富性要求。

笔者于 2015 年对 H 县跨国劳工展开初次调研，之后在 2016 年、2019 年、2022 年、2023 年又进行过

多次实地调查，重点考察跨国劳工的社会流动状况。资料收集采用深度访谈和文献研究结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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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取劳工时考虑了性别、外派国家和工种等，访谈对象包括 36 位劳工（编码 C1~C36）、35 位劳工

家人（编码 F1~F35）和 18 位非劳工（编码 B1~B18）。通过深度访谈，掌握劳工跨国流动前后在经济、

消费方面的变化，流动后跨国文化资本的变化，以及劳工家人和非劳工对劳工跨国流动引致的诸多

社会、经济、文化结果的评价。笔者在归纳受访对象观点的同时呈现部分访谈资料，并进行多个受

访对象资料以及文献资料的交叉验证，以尽量避免主观偏差。通过文献研究法获取年度农民工监测

调查报告，作为劳工跨国流动前工资、职业等的补充材料，还通过网络社交平台与媒介了解网民对

劳工出国打工的评价，以此作为补充材料。

三、跨国劳工移民的社会流动

（一）经济流动
1. 职业的水平流动或向下流动

劳工移民主要来自农民工群体，出国前大多在制造业和建筑业等第二产业及批发和零售业等第

三产业工作，这与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数据一致。从跨国劳工移民的就业领域和职业分布来看，劳

工出国后呈水平流动或向下流动。劳工出国前主要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但出国后除制造业等

第二产业外，一些人却从事粮食、花卉、蔬菜种植或养鸡、牛、猪等农业和畜牧业，以及服务员、

帮厨、洗碗工、清洁工等餐饮服务业工作。出国前后均从事第二产业基本属于职业水平流动，但从

事第一产业和又脏又累的第三产业则呈明显向下流动。按照职业声望、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国

内外学界对职业地位的排序虽然存在差异但大体一致，其中农业、畜牧业工人和饭店工人等得分比

较低，说明这些职业的社会地位较低，往往被看作“低下的”，而他们出国前从事的制造业、建筑业

等第二产业则具有相对高的地位，［26］故认为其体验了职业的向下流动。

出国后很多人从事当地人不愿意做的第一产业。C1（女，日本，养牛）主要负责奶牛饲养、挤

奶、接生小牛犊、牛舍卫生等，牛棚特别臭，挤牛奶时易受伤，工作环境较差；牧场多在日本农村，

工作几年很难接触外面，与超市有一定距离，生活不太方便。与此类似，C3（男，日本，农业）工

作四年，工作很累，经常腰疼，且大棚里热，容易出汗，初去日本时体重 140 斤，后来降到 120 斤。

对于种养殖等第一产业以及清洁工作等又脏又累的第三产业，劳工家人和非劳工也普遍评价较差。

“去新加坡前说做洗碗工，过去后就不是这样了，刷完碗还要干杂活，打扫卫生，擦地板、洗厕

所，有时候还要干其他人的工作，比如擦桌子，工作时间又不按时，还又脏又累，尤其是让我擦厕

所时就生气，就想骂人。”［27］

2. 收入的向上流动

经济流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收入水平，包括月工资和小时工资。大部分受访劳工出国前的月

工资虽然存在行业差异，大体在 3000~5000 元，小时工资在 15~25 元，但出国后月工资和小时工资

普遍提高，月工资比国内高 3 到 4 倍，小时工资在 45~55 元，A加班小时工资则为 1.25~1.5 倍。劳工

的月工资一般为 0.9~1.3 万元，也有少数人达到 1.5 万元，除去各种保险、住宿等费用，实际到手 1

万元左右。受访对象普遍认为，在国内外工作时间、强度相似甚至国内工作时间更长、强度更大的

情况下，国内月工资和小时工资远低于国外，每月除去各种花费后几乎攒不下钱。

“我在国内做仓库，每天上班 12 小时，每周单休，一个月 5000 块钱，感觉劳动强度很大，工作

让人很紧张，不像在日本时虽然累点，但超过 8 小时就是加班，加班有加班费，一周加班不会超过

A	全文中的“元”均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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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个小时，还有双休日，而且那种环境让人很舒服、很放松，没有紧迫感。国内工资太低了，再加

上买房、看病等，真是压得人喘不过气来。”［28］

月工资和小时工资显著高于国内是再次或多次出国打工的重要原因。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国

家或地区间工资和就业机会的差异是移民最主要的决定因素，而个体则基于收入最大化决定是否迁

移。［29］但笔者认为，不能单纯对比收入多少，还应考虑工作时长、小时工资、工作强度等，在工作

时长与强度和国内相似甚至时间更少、强度更小的情况下，劳工收入增加更能体现向上的经济流动。

“有人说我在日本是最廉价劳动力，不怕大家笑话，我在国内也是最廉价劳动力。16 岁毕业，干

过饭店服务员，下过工厂，一天十三四个小时，一个月到手也不到 4000 元，但来日本起步是 50 元一

小时，加班 65 元一小时，同样的付出，一个月只要工作 20 天左右就能拿 1 万多元。像我们普通老百

姓没有学历和技术，想干 20 来天拿 1 万元太难了。”［30］

（二）消费流动
消费流动包括消费方式、消费趣味和消费空间流动三种形式。［31］消费方式主要体现在饮食消费

和休闲消费等方面，消费空间主要体现在居住方式上。跨国劳工移民在消费趣味（或生活风格）上

并没有多大变化，主要变动的是消费方式和消费空间，二者都呈下降特征。

1. 消费水平下降

消费明显降级。第一，出国劳工在国外获取最低工资，同时却面临高物价，为了在合同期内

尽可能攒钱而压缩消费，这使得他们的生活水平远低于在国内时。压低饮食消费水平的途径有两

个：一是出国前携带家乡的干菜，如木耳、银耳、粉丝、豆腐皮等，很多劳工家人也会跨国邮寄

这些物品；二是大部分劳工自己做饭，一般每两周去一次超市，且多购买打折力度较大的商品。

吃饭也比较简单，C10（女，日本，干洗）每天吃面条；C11（男，日本，工业制造）“过得最好

的日子是炒了一个土豆，拌了一根黄瓜”；C12（女，韩国，饭店）“在那边不舍得吃、不舍得穿，

谁舍得去饭店点一桌菜，太奢侈了”；许多男性劳工为此戒烟和戒酒，甚至自己理发；更有甚者，

有些人去捡日本人丢掉的看着还不错的蔬菜，如冬瓜、红薯和胡萝卜等，访谈中不止一位劳工捡

过蔬菜。在物质消费上，劳工仅满足自身生存性需求，这并非由其大众（或低端）品味所导致，

主要因为经济资本有限。即使跨国后经济资本增加，但长期性消费（攒钱）极大挤压了即时性消

费空间。

“打工三年，休息时经常和同事去捡菜，可以省好多钱。有些东西看着还可以，日本人就扔了，

就捡回去洗干净。省吃俭用，回家时才能多拿些，我拿回家30来万，都是从牙缝里边省出来的。”［32］

第二，在休闲消费这种非物质性消费上，由于交通成本高，劳工基本不出去玩，休息时主要在

宿舍附近转，经济资本使其休闲空间受到限制。许多劳工将加班视为福利，主动要求延长劳动时间

以获取更多收入，雇主通常会优先使用外籍劳工加班，劳工的休闲时间也受到限制。劳工移民可以

视为休闲匮乏阶层，“单调无聊”是他们休息时的生动写照。C15（女，日本，服装制造）平时不出

去玩，因为坐电车很贵，一般半年甚至一年才出去一趟。随着时间推移，劳工消费压缩的情况会有

所改善，尤其是合同后几年，拥有一定积蓄的劳工消费水平会提高，但这也是与最初到国外时相比，

他们多数仍认为“能不花就不花，能少花就少花”。C16（女，新加坡，饭店面点师）虽然合同期最

后一年出去玩的多一些，但想到家里有孩子就会省着花钱。大部分人的月生活费为 500~800 元，高

物价背景下的低生活成本恰是他们消费向下流动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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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移民在生命周期中更平等地分配休闲消费，而临时劳工则在合同期内努力工作，在回国后

的生命历程中享受休闲时光。［33］笔者认为该观点并不准确，很多劳工为了合同期收入最大化，节衣

缩食，既不能像当地人一样正常消费，也不能像在国内时那样消费，很多人回国后依旧没放松，而

是继续挣钱，许多人甚至多次出国打工，他们一直都很努力。这种休闲消费与生命周期的关系本质

上反映出经济资本不足限制了休闲消费。

2. 居所空间缩小，住区相对隔离

消费空间变动包括居所流动和住区流动，前者指住房更换，后者指居住区位变动。［34］住房分层

是消费分层的重要议题，但既有研究多关注住房所有权及其条件差异，且多在一国之内探讨。［35］跨

国情境下劳工移民的消费空间流动也呈下降特征，这主要是与原有家庭居住条件对比得出的。劳工

居住在集体宿舍或雇主帮忙租住的公寓里，房租从工资中扣除。他们的居住环境差距较大，有些住

在工作场所旁的集装箱里，配置较为简陋；有些住在环境较好的公寓里，客厅、卧室、厨房、浴室、

天然气、空调等配备较为齐全。受访劳工普遍认为居住条件还可以，但与国内相比，劳工在国外的

居住空间缩小，且主要居住在宿舍或租房中。他们的住房只有居住属性，不具有国内住房的其他属

性如归属属性、投资属性［36］等，尤其是这种居住方式使他们很少有机会与当地社区和居民互动，

在地社会资本匮乏。无论是居所还是住区都呈向下流动，这种“宿舍劳动体制”（集体宿舍）［37］或

“类宿舍劳动体制”（在附近租房）使很多劳工形成“三点一线”的日常模式——吃饭、工作、睡觉，

即食堂、工作场所和宿舍，或者工作场所和宿舍的“两点一线”模式。这种消费空间的向下流动也

极大限制了他们的休闲消费。

（三）文化流动
结合卡尔森等人对跨国文化资本的研究，［38］笔者从跨文化知识与能力、对其他文化的开放态度

两方面探究劳工移民的跨国文化资本。跨文化知识与能力可以用劳工移民的现代性体验（对流入国

现代性的文化想象与感受）呈现，对其他文化的开放态度可以用劳工文化形象（对跨国劳工移民文

化形象的认知与定位）呈现。

1. 对流入国的现代性体验

流出国社区（包括劳工亲戚、朋友、同乡等）对跨国流动的文化想象是一种他者主观评价，而

劳工对跨国流动的现代性体验则是自我评价。访谈显示，他者评价与自我评价基本一致。对流入国

的现代性体验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生活方式、文化差异等。就他者评价而言，人们认为

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先进、现代、环境较好。劳工在国外的生活见闻通过语言、照片、

视频等方式传播，使流出地居民对国外 / 境外现代生活产生遐想和渴望，现代化居住环境、文明社

会体验、风景名胜观赏等，都与他们的乡村生活形成较大反差。就自我评价来看，受访劳工及家人

也对此观点进行证实，他们多使用“探索”“体验”“冒险”“自由”等形容跨国流动。增长见闻被多

数劳工频繁提及，他们普遍认为出国打工机会很难得，坐飞机、涨见识、看到国外生活和风土人情，

满足了他们对国外的好奇体验和现代性文化想象。C20（男，新加坡，厨师）早就听别人说新加坡很

好，想去看看；C21（女，日本，服装制造）则认为，一般人没有机会出国看看，他们只知道中国这

么大地方，并提及同工厂打工的日本老太太的生活：

“我们厂里打工的日本人应该和咱们的社会阶层差不多，但他们会享受生活，不像家里人，每天

只知道挣钱和省钱，她们周末就和家人出去玩，去公园野餐，这好像她们的家庭活动一样。”［39］

一些中介招聘广告也将“出国打工”建构为对“旅游”的想象，将经济收益与增长见识相结合。

许多劳务中介和雇主会带劳工去年度旅游，以增强情感体验和工作认同，激发职业动力，这也间接

增加了他们的跨文化知识。



20

未婚劳工及其家人还将出国打工视为劳工自我成长的机会；一些已婚劳工，尤其是女性劳工

受性别规范和角色分工影响，对家庭生活倦怠，出国可以使她们摆脱繁琐的家务劳动和辛苦的照顾

劳动，追求暂时自由，满足她们对都市单身生活的想象。出国打工既可以开拓视野、增强能力，还

可以追求个体独立和自由，跨国流动的生涯散发出探索与冒险的光晕。基于海外现代性体验的流动

是一种明确的非经济流动，即文化流动，但这种流动仅体现了劳工移民在合同期内浅层次融入当地

文化。

2. 跨国劳工移民的文化形象

跨国劳工移民的文化形象是流出国居民评价劳工文化流动的重要向度。此处的“流出国居民”

不再仅仅指劳工的亲戚、朋友和同乡，还包括许多网民。劳工被外国雇主雇佣，如为日本人、韩国

人等打工，许多劳工的亲戚、朋友和同乡评价较为负面，认为去这些国家打工是一种“不孝”。访谈

中许多劳工提到选择去日本打工，好多家人和亲戚反对，认为给日本人打工丢人。

“我选择来日本，一听日本，你也懂的，对农村那种思想来讲，绝对有一种不孝的感觉，跑到日

本打工，我父母和奶奶都这么想，亲戚们也这么想，就有点反对，但因为我姐支持，力排众议把我

送出来，我很感谢我姐，她的决定改变了我的未来。”［40］

搜索大量网络资料发现，许多网民对劳工去日本和韩国等国家打工的看法更为激烈，在许多劳

工的网络社交平台视频下留言，称他们为“卖国汉奸”“民族败类”“出国打工丢人”等，尤其是中

日、中韩关系紧张时更是如此。“出国打工丢人”意指给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和韩国人等打工，做

廉价劳动力，有损中国的国家形象。这些评价虽然受国家关系影响，但也反映出人们对日、韩等国

的开放态度较差。对此，一些劳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国内同胞说我们是卖国贼、狗汉奸，那我们是出卖国家领土了，还是出卖国家机密了？我们就

是一个普通打工的，有那么大本事吗？我们身为中国人，都有一个爱国心。不出国就不能生活，就

挣不到钱了吗？确实能，但我在国内就挣三四千块钱，除去吃喝房租，一个月剩不下几个钱，基本

是月光族。不说买车买房，在国外干个三五年，大家生活都有所改变了。出国打工就是为了自己和

家人生活更好点。不要打爱国的旗帜，没有素质，辱骂同胞。”［41］

面对此种情况，许多劳工做出积极回应。一是对政治与经济、国家和个人划界，强调国家与个

体、宏观与微观的区别，将国家间的关系与个人脱钩，避免谈论国家间的关系和政治，更强调自身

的经济困难；二是强调情怀工作和崇高体验，认为出国打工具有崇高目标，对国家有极大价值，是

国家允许的合法行为，可以增加国家外汇收入，减轻国内就业压力。劳工对自身文化形象的回应是

他们与当地文化深层区隔的重要体现。语言、社会文化、生活习惯等文化距离大以及社会支持匮乏、

历史原因等是形成深层区隔的重要因素。

跨文化适应理论关注文化适应的不同类型或适应阶段及其影响因素，由此形成跨文化适应模型、

文化适应过程模型、对陌生文化的适应理论等。［42］根据文化适应者对母国文化身份的重视程度和对

旅居地文化身份的接受程度可以分为融合、同化、分离与边缘化四类。［43］由劳工移民跨国文化资本

的状况可知，他们的文化适应属于“浅层融合、深层区隔”。A他们认同自己流出国文化身份的同时，

既浅层适应流入国文化又在深层次上与之保持距离。

A	黎相宜、陈送贤使用该表述描述牙买加东莞移民的多层跨国实践。参见黎相宜、陈送贤：《浅层融入、

深层区隔与多层跨国实践——以牙买加东莞移民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9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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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位流动
地位流动是结果，经济流动、消费流动和文化流动是原因。地位流动的方向分为向上流动和向

下流动，但群体的社会地位变化往往不是单向度的，需要多向度阐释，可能向上和向下流动并存。

劳工除通过收入的提升外，还通过对流入国的现代性体验这一方式实现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挣回

了很多钱”“出过国的人”……人们用这些话来评价劳工出国打工；同时，他们也通过职业的向下流

动、消费降级、居所空间缩小、住区相对隔离、劳工的负面文化形象等经历了社会地位的向下流动，

“干大家都不愿意干的活”“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汉奸卖国”等言语也被用来评价跨国劳工移民。

劳工的社会地位呈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并存。

四、跨国劳工移民社会流动的影响机制

劳工社会流动各向度的影响机制并不必然互相排斥，甚至有些重合，具体如下。

第一，在经济流动中，劳动力市场和雇佣主体分别是影响劳工职业和收入变化的重要因素。以

职业来看，受流入国二元劳动市场影响，劳工出国后多从事“脏、乱、差”的次级劳动市场工作，

尤其是许多当地人不愿意做的工作，属于低技术、无技术工种，因而职业呈水平流动或向下流动。

以收入来看，小时工资和月收入较国内显著增加，这是因为他们受雇于外国雇主，劳工的收入不能

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水平，而流入国一般属于发达国家，其整体收入水平较高，当地的最低工资水平

也会高于国内。

第二，在消费流动中，打工动机和再生产体制分别是影响消费方式和消费空间变化的重要因素。

劳工出国后的消费方式和消费空间呈明显向下流动。就消费方式来看，饮食消费和休闲消费水平都

在下降。消费降级主要是因为自付饭费，受打工动机影响，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使劳工为了合

同期收入最大化，在高物价成本下主动压缩消费。就消费空间来看，劳工自付房租，居所空间缩小，

宿舍劳动体制下劳工被动隔离，类宿舍劳动体制（如附近公寓）下即使他们居住在当地社区中，也

因语言障碍等与当地社区主动隔离。

第三，在文化流动中，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地理格局中的位置是影响劳工现代性体验的重要因

素，雇佣主体和国家关系则是影响跨国劳工移民文化形象的重要因素。从现代性体验看，流入国被

形容为“先进”“现代”，劳工被建构为“探索”“自由”“独立”，主要因为这些国家多为发达国家，

发展水平超过中国。而照片、视频等方式促进劳工国外生活见闻在当地传播，形成社区舆论氛围。

从跨国劳工移民的文化形象看，一些人认为赴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劳工为“汉奸卖国”“出国打工丢

人”，主要因为劳工为国外雇主打工，但中国与日本、韩国等有时关系紧张，民众的民族主义和爱国

主义情绪高扬，他们从国家宏观政治关系解读劳工个体经济行为，认为有损中国国家形象，甚至极

端民族主义者认为他们在“卖国”，但要弄清楚“何为汉奸和卖国贼”“出国打工是否丢人”，不能随

意给他们贴上这些标签，理性认识出国打工、人员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

第四，在地位流动中，要准确认识其与前三种流动类型的关系，认识地位流动是一个综合性概

念，是前三种流动类型的结果。地位流动呈多方面变动，兼具向上与向下特征。

跨国劳工移民的社会流动及其影响机制具体见表 1。

表 1　跨国劳工移民的社会流动及其其影响机制

跨国流动类型
社会流动向度

对外劳务合作 影响机制

经济流动

职业 水平流动或向下流动 劳动力市场：次级劳动力市场

收入
工作时长和强度与国内相似或时间更
少、强度更小，收入向上流动

雇佣主体：外国雇主，流入国基本工
资水平高



22

续表

跨国流动类型
社会流动向度

对外劳务合作 影响机制

消费流动

消费方式
自付饭费，饮食消费和休闲消费水平
低，消费降级

打工动机：高物价下收入最大化，主
动降级

消费空间
自付房租，居所空间缩小，住区相对
隔离

再生产体制：宿舍或类宿舍劳动体
制，被动隔离 + 主动隔离

文化流动

对流入国的现
代性体验

先 进、 现 代、 环 境 较 好、 探 索、 独
立、自由

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更加发达

跨国劳工移民
的文化形象

“汉奸卖国”“出国打工丢人”
1. 雇佣主体：外国雇主
2. 国家关系：有时紧张

地位流动 多向度变动，向上与向下流动并存 前三者为因，地位流动为果

五、结论与讨论

国内和跨国地理流动面临的制度结构环境有很大差异，而跨国地理流动中国际移民和国际合同

劳工流动的政策制度、流动特征等也存在不同，所以国内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的研究、国际移民社

会流动的研究都不能有效解释国际合同劳工的社会流动，而且人们在流入国和流出国不同情境下会

有着不同的社会流动体验。［44］本研究聚焦流出国视角下的国际合同劳工社会流动，对消费流动和文

化流动等作出分析探讨，拓展了社会流动的研究转向，深化了对地理流动和社会流动关系的学术探

索，这是本文的重要创新之处。地理流动影响跨国合同劳工的社会流动，但并不必然导致单一的向

上或向下流动，而是产生一种多样化的阶段性的向上和向下流动并存的阶层流动，这种流动除依赖

通常的职业地位和收入资源两种因素，还依赖消费方式和消费空间、现代性体验、劳动者的特殊文

化形象等。由此，劳工的社会流动在不同向度愈加分化并呈现出极大不一致。他们虽然占有较多的

收入资源，但职业地位却在下降，经历一种“相悖的”经济流动。这与一般认为的收入与职业地位

呈正相关的观点正好相反，虽然既有研究也探讨了两者不匹配的情况，［45］但重在关注权力、部门和

社会歧视等因素，跨国情境下主要受国家间的工资水平和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影响。本研究认为，

作为社会分层的重要指标，劳工移民的消费分层呈现出一些典型特征，如消费向下流动，消费方式

单一，水平下降，居所空间缩小且住区相对隔离。消费方式的向下流动并非由布迪厄所关注的生活

风格等文化资本决定，而是由劳工移民有限的经济资本决定。消费空间即居住方式的向下流动也并

非由文化资本决定，而是由劳动力再生产体制决定。研究发现，在消费领域文化资本能够发挥的作

用很有限，而经济资本和制度结构因素发挥着更大作用。本研究进一步拓展了社会分层与流动的文

化转向，认为劳工移民形成“矛盾的”文化流动。他们拥有现代性体验，跨文化知识与能力较强，

但形象易被“污名化”和“标签化”，在文化适应上呈现浅层融合、深层区隔特征。值得关注的是，

去日本、韩国等国家打工被许多人贬低、敌视甚至辱骂，如何更加理性看待国家间的政治关系与经

济合作也成为跨国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

跨国劳工移民的临时性流动，在流入国成为“悬浮型”个体，无法融入当地，从流出国视角对

其社会流动进行分析非常有说服力。复杂性视角可有效解释跨国合同劳工的社会流动，揭示劳工在

阶层体系中的复杂位置。上述结论可以有效补充国际合同劳工社会流动的相关理论，深化、细化地

理流动和社会流动的关系探讨。对国际合同劳工来说，消费流动和文化流动的加入可以拓展社会流

动的分析性范畴，尤其是后者可以从文化视角重新审视经典社会流动研究。本文的局限在于对劳工

移民社会流动的向度探讨不够全面，没有考虑流入国视角和不同时段的变化，虽然提出相悖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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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和矛盾的文化流动，却没有提出解决方法。后续研究可以对社会流动不同向度进行拓展、细化

和深化，加入流入国视角和时间因素，考察劳工社会流动的变化，可以从全球化视角重新构建跨国

劳工的社会身份，以解决社会地位的“矛盾流动”，还可以就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的关系进行国际比

较，采用不同流出国的案例，探究该议题理论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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